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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现农业“双碳”目标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的关键举措。
 

农业碳排放强度是衡量农业“双碳”目标实现

程度的重要指标。
 

农业农村数字化能否成为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关键驱动力? 选取2011-2022年中国31个

省份(除港澳台外)的面板数据,
 

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分析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并采用动态

面板门槛模型分析该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
 

为实现农业“双碳”目标提供理论依据和量化支持。
 

研究发现:
 

农业

农村数字化能显著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
 

随着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和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
 

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

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逐渐增强;
 

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在西部地区、
 

非粮食主产区

和2016-2022年尤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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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hieving
 

the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
 

of
 

agriculture
 

is
 

a
 

key
 

measure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s
 

an
 

important
 

index
 

to
 

measure
 

the
 

re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
 

Can
 

digitali-
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be
 

an
 

important
 

engine
 

for
 

reducing
 

agricultural
 

carbon
 

intensity?
 

This
 

paper
 

selects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in
 

China
 

except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from
 

2011
 

to
 

2022,
 

uses
 

the
 

dynamic
 

panel
 

model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digitalization
 

in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on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The
 

dynamic
 

panel
 

threshold
 

model
 

was
 

used
 

to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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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
 

the
 

impact
 

had
 

a
 

threshold
 

effect.
 

This
 

will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quantitative
 

support
 

for
 

how
 

to
 

realize
 

the
 

goal
 

of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in
 

agricul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ization
 

in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human
 

capital
 

level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level,
 

the
 

inhibition
 

effect
 

of
 

digitalization
 

in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on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s
 

gradually
 

enhanced.
 

The
 

inhibition
 

effect
 

of
 

digitalization
 

in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on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in
 

the
 

western
 

region,
 

non-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and
 

201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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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正对全球气候变化造成严重影响,
 

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

21世纪人类发展面临的最大非传统安全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
 

各国纷纷签署国际气候协议,
 

制定并实施了

一系列减排举措,
 

减少碳排放已然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和责任。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也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统计,
 

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进入21世

纪后显著增加,
 

在2004年左右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1]。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发布

的《2022年二氧化碳排放报告》,
 

2022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14.77亿t,
 

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

27%以上。
 

由此可见,
 

应对碳减排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也关乎人类的前途命运。
 

2023年《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中强调,
 

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
 

加强碳排放双控基础能力和制度建设
 [2]。

 

由此可见,
 

中国的碳减排问题迫在眉睫,
 

探索中国实现碳减排目

标的有效途径,
 

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

 

工业生产成为碳排放的主要来源,
 

但农业作为温室气体排放的

重要领域之一也不容忽视。
 

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的统计,
 

农业用地释放出的温室气体超过全球

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30%,
 

相当于每年产生150亿t的二氧化碳[3]。
 

与此同时,
 

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

仍然以高排放的传统生产方式为主,
 

农药、
 

化肥、
 

农膜的使用已成为农业生产经营者增产增收的重要手

段[4],
 

严重威胁着农业的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因此,
 

为实现“双碳”目标,
 

农业部门必须在碳减排上发

挥更大作用。
与此同时,

 

云计算、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数字化产业快速崛起,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

动力[5]。
 

根据《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
 

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的规模达50.2万亿元,
 

占国内生产总

值比重提升至41.5%[6]。
 

数字经济在展现强大经济韧性的同时,
 

也成为中国脱碳的宝贵机遇[7]。
 

数字经济

的碳减排效果已经得到学者们的广泛证实[8-10]。
 

农业农村数字化作为数字经济在农业和农村领域的拓展和

延伸,
 

其数字技术不断渗透到农业农村生活和生产的各个方面,
 

能够有效改善传统农业生产的地域性、
 

碎

片化、
 

不确定性等特征,
 

提高农业生产的准确性、
 

可控性和稳定性,
 

成为改造传统农业的重要工具[11],
 

逐

渐展现出农业碳减排的潜能。
 

因此,
 

探讨农业农村数字化能否抑制农业碳排放,
 

对助力中国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战略目标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以2011-2022年中国31个省份(除港澳台外)为研究样本,

 

实证检验了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业

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以及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和环境规制水平在其中存在的门槛效应,
 

以期为促进农业“双
碳”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引。

1 研究假设

农业农村数字化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的理论逻辑如下:
首先,

 

农业农村数字化能够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第一,
 

农业农村数字化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减

少资源浪费和劳动成本,
 

通过增加产出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增长。
 

第二,
 

农业农村数字化拓展了农产品销售

渠道,
 

通过电子商务和数字化营销平台将农产品推向更广泛的市场,
 

提升了农产品的市场份额和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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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其次,

 

农业农村数字化能够减少农业碳排放总量。
 

农业农村数字化通过调整生产要素投入比例和提升

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两条路径来实现农业减碳效果[12]。
 

第一,
 

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农业生产更为精准和绿

色,
 

通过调整施肥、
 

灌溉等生产要素投入比例,
 

减少农业碳排放。
 

例如精准农业能够对农资、
 

农作实施精确

控制,
 

实现物资投入的最大节约,
 

减少农业活动带来的碳排放问题。
 

第二,
 

数字技术能够促进农业生产要

素的循环利用,
 

提升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
 

实现碳减排目的。
 

例如数字技术能够将农业废弃物转化为能源

或有机肥料,
 

实现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
 

实现生产要素的高效利用,
 

为农业碳减排目标的实现提供重

要支持。
 

由此,
 

提出假设:

H1:
 

农业农村数字化能显著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
农业农村数字化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农业生产经营者的数字素养,

 

而农业生产经营者的数字素养的高低

取决于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13]。
 

当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时,
 

农业生产经营者的数字素养往往较低,
 

缺乏对农村数字资源和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
 

无法充分和有效地利用数字资源和现代农业技术,
 

农业农村

数字化发挥作用的空间较小,
 

无法最大程度地降低碳排放强度。
 

此外,
 

低人力资本水平下的农村可能继续

采用传统的耕种方式[14],
 

如粗放式农业管理和常规的农业生产,
 

这些方法通常对数字技术的采用程度较

低,
 

农业农村数字化的农业碳减排效果受到限制。
 

而随着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提高,
 

农业生产经营者能够有

效使用数字设备和数字化技术,
 

可以有效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精准度,
 

减少对化肥和农药的依赖,
 

从而

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
 

此外,
 

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农业生产经营者能有机会利用直播、
 

电商等数字化方式来

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提高农产品的经济效益。
 

由此,
 

提出以下假设:

H2:
 

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增强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
政策环境支持对农业农村数字化至关重要,

 

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会因环境规制水

平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结果。
 

当环境规制水平较低时,
 

农业生产往往缺乏对碳排放的监管和限制,
 

没有政策

支持和约束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往往更倾向于继续使用传统的农业方式,
 

对数字技术的接受程度较低,
 

限制

了数字技术的应用,
 

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较弱。
 

当环境规制水平较高时,
 

政策和法规

限制也更加严格,
 

如采取限制化肥和农药的使用等环保措施,
 

农业生产经营者和农业企业更愿意寻求更加

环保和绿色的生产方式以规避政策的处罚[15],
 

农业农村数字化所带来的技术和管理优势能够帮助农业生

产经营者和农业企业更好地适应这些规制,
 

数字技术能够得到更好的利用,
 

因此可以更好地降低农业碳排

放强度。
 

由此,
 

提出如下假设:

H3:
 

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增强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变量选取

2.1.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农业碳排放强度。
 

本研究主要以狭义农业(种植业)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为研究对

象。
 

借鉴文献[16]的研究成果,
 

从化肥、
 

农药、
 

农膜、
 

柴油、
 

翻耕和农业灌溉6个方面对农业碳排放总量进

行测算。
 

农业碳排放总量估算公式如(1)式所示:

E=∑Ei=∑Ti×δi (1)

  其中:
 

E 为农业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总量,
 

等于各种碳源的碳排放量总和;
 

Ei 为各种碳源的碳

排放量,
 

Ti 为各个农业投入要素的数量,
 

δi 为各碳源的碳排放系数。
 

各类碳源碳排放系数如表1所示。

相比农业碳排放总量,
 

农业碳排放强度考虑了各地区的经济规模,
 

更具有可比性[11]。
 

参照文献[11]的
做法,

 

将各省农业碳排放总量除以各省农业总产值,
 

得到各省农业碳排放强度,
 

如(2)式所示:

Lntensity=E/AGDP (2)

  其中:
 

Lntensity 为各省农业碳排放强度,
 

E 为各省农业碳排放总量,
 

AGDP 为各省农业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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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农业碳排放碳源、
 

系数及参考来源

碳源 碳排放系数 参考来源

化肥投入 0.895
 

6 文献[17]、
 

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农药施用 4.934
 

1 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农膜覆盖 5.180
 

0 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

机械耗能 0.592
 

7 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土地翻耕 312.600
 

0 中国农业大学生物与技术学院

农业灌溉 18.225
 

0 文献[18]

  注:
 

农业灌溉的碳排放系数本为25,
 

但考虑到仅火力发电对化石燃料的需求才导致间接的碳排放,
 

故在25的基础上

乘以了火电系数(即火力发电量占中国总发电量之比),
 

依据2011-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
 

计算出的平均火电系数

为0.729,
 

最终农业灌溉实取系数为18.225
 

0。

2.1.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农业农村数字化水平指标。
 

参考文献[19-20]的研究,
 

从多个维度构建农业农村数字化

水平指标体系,
 

并借鉴文献[21]的研究,
 

运用客观组合赋权法进行权重赋值。
目前学术界对农业农村数字化这一概念尚未形成统一定义。

 

在国内研究中,
 

对农业农村数字化的表述

还常见诸如数字乡村、
 

数字农业、
 

农业数字化转型、
 

农村数字经济等不同表述,
 

其表达内涵大致相同[22]。
 

本研究认为农业农村数字化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将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
 

农村生活等方面融合,
 

实现

农业生产过程的智能化、
 

自动化,
 

农村生活的便捷化、
 

智能化的过程[23]。
农业农村数字化是一个多因素、

 

多维度、
 

综合性的任务,
 

难以用单一指标来衡量。
 

参考文献[19-20]的
研究,

 

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数字化和农村数字服务水平3个维度构建农业农村数字化指标体系,
 

选

取了农村宽带接入户数、
 

农业气象观测站数量等17个指标。
 

具体指标设定和数据来源如表2所示。
 

其中,
 

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用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来衡量[24];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

数中不同县域指数的均值来衡量[20];
 

农村居民家庭全年用智能设备、
 

软件等各类生活化数字产品和服务应

用的消费支出占比则是用农村恩格尔系数来衡量[25]。
在权重赋值方法方面,

 

CRITIC赋权法未能考虑数据的离散性,
 

而熵值法能够有效地反映数据的离散

程度,
 

将两种赋权法组合能够有效弥补彼此的短板[21]。
 

因此,
 

本研究参考文献[21]的研究,
 

采用CRITIC
法和熵值法的客观组合赋值法,

 

计算出各省农业农村数字化水平。
表2 中国农业农村数字化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解释及属性 数据来源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 农村宽带接入户数/万户,
 

正 《中国统计年鉴》

农村智能气象站数量 区域农业气象观测站数量/个,
 

正 《中国统计年鉴》

农村地区智能手机普及率 农村居民每百户年末移动电话拥

有量/部,
 

正

《中国统计年鉴》

固定数字设备可访问性 农村居民每百户年末计算机拥有

量/台,
 

正

《中国统计年鉴》

广播电视普及率 农村有线广播电视入户率/%,
 

正 《中国统计年鉴》
通讯传输距离 光缆线路长度/km,

 

正 《中国统计年鉴》

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应用的服

务范围

农村投递路线长度/km,
 

正 《中国统计年鉴》

农业数字化 数字基地 淘宝村数量/个,
 

正 阿里研究院

数字交易水平 电子商务销售额/亿元,
 

正 《中国统计年鉴》

农村流通数字化 邮政业务总量/亿元,
 

正 《中国统计年鉴》

农产品数字化交易 农产品网络销售额/亿元,
 

正 《中国网络零售市场数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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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2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解释及属性 数据来源

农村数字服务水平 网络支付水平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正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数字服务消费水平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交通、
 

通信消费

支出/元,
 

正

《中国统计年鉴》

信息服务业规模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万元,
 

正 《中国统计年鉴》

农村电商服务水平 农村每周平均投递次数/次,
 

正 《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

信息技术服务水平 邮政网点平均服务人口/万人,
 

负 《中国统计年鉴》

数字产品服务与消费水平 农村居民家庭全年用于智能设备、
 

软件等各类生活化数字产品和服

务应用的消费支出占农村居民家

庭全年消费支出的比例/%,
 

负

《中国统计年鉴》

2.1.3 控制变量

为缓解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参考文献[26-27]的设定,
 

选取财政支农强度、
 

农业种植结构、
 

耕

地集约利用程度、
 

农业化学品投入强度、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交通状况、
 

农业机械化水平作为控制变量。

2.1.4 门槛变量

门槛变量为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和环境规制水平。
 

本研究采用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对数代表农村人

力资本水平,
 

设定小学、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6年、
 

9年、
 

12年和16年。
 

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农村小学教育程度人口所占比例×6+农村初中教育程度人口所占

比例×9+农村高中或中专教育程度人口所占比例×12+农村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所占比例×16。
政府环境规制的手段多样,

 

既包括增加治理工业污染投资额等经济手段,
 

又包含制定环境保护条例、
 

颁布环境保护法规等法律法规手段。
 

使用政府工作报告中与环境相关词汇的出现频数更能全面地反映政府

环境治理政策的全貌[28]。
 

因此,
 

借鉴文献[28]的研究,
 

选取政府工作报告中与环境相关词汇的出现频数的

对数作为环境规制水平的代理变量。
为缓解异方差带来的估计结果不准确问题,

 

本研究对所有变量做取对数处理。
 

具体变量定义和衡量指

数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设定及衡量标准

变量类别 衡量指标 变量符号 计算方式

被解释变量 农业碳排放强度 lnintensity 农业碳排放总量/农业总产值,
 

取对数

核心解释变量 农业农村数字化水平 lndigital 构建指标体系,
 

运用客观组合赋权法计算得出,
 

转换成百

分数后取对数

控制变量 财政支农强度 lngovern (农林水事务支出/地方公共财政收入)×100%,
 

取对数

农业种植结构 lngrain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取对数

耕地集约利用程度 lnuse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第一产业从业人员,
 

取对数

农业化学品投入强度 lnchemical (农用化 肥 施 用 折 纯 量/农 作 物 总 播 种 面 积)×100%,
 

取对数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lndisparity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0%,

 

取对数

交通状况 lntraffic (铁路营业里程/公路里程)×100%,
 

取对数

农业机械化水平 lnmachine 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取对数

门槛变量 农村人力资本水平 lnhuman 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
 

取对数

环境规制水平 lnenvironment 采用政府工作报告中与环境相关词汇的出现频数,
 

取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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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模型设定

2.2.1 动态面板计量模型

本研究旨在探究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由于农业生产中的要素投入具有路径依赖

特性,
 

如化肥、
 

农药、
 

农膜等要素的使用具有刚性,
 

农业生产经营者习惯性地使用这些要素,
 

形成一种固定

的生产方式,
 

难以轻易改变。
 

这种路径依赖会导致农业生产中碳排放具有较强的时间延续性[29],
 

本期的农

业碳排放强度往往受到上一期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为解决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参考文献[30]
的设定,

 

构建如下动态面板模型:

lnintensityit=β0+β1lnintensityi(t-1)+β2lndigitalit+β3lncontrolit+μi+γt+εit (3)

  其中:
 

i表示地区,
 

t表示年份,
 

lnintensityit 为被解释变量农业碳排放强度,
 

lnintensityi(t-1)为农业碳

排放强度的滞后一期,
 

lndigitalit 表示农业农村数字化水平,
 

lncontrolit 为控制变量,
 

μi 为省份固定效应,
 

γt 为时间固定效应,
 

εit 为随机扰动项。
 

βj 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

2.2.2 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

目前国内关于门槛效应的检验大多基于Hansen于1999年提出的门槛效应面板估计模型,
 

但 Hansen
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是为非动态面板所设计的,

 

且其固定效应要求协变量是严格外生变量,
 

否则会形成有

偏估计。
 

而在实际运用中协变量严格的外生性往往很难实现。
在此基础上,

 

文献[31]运用文献[32]提出的正向正交偏差变换,
 

将文献[33]的横截面门槛模型的工具

变量估计方法与文献[34]的面板门槛模型结合起来,
 

构建了动态面板门槛模型。
 

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中,
 

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将得到解决。
为了验证假设H2 和H3,

 

构建如下动态面板门槛模型:

lnintensityit=β0+β1lnintensityi(t-1)+β2lndigitalit·I(lnhumanit ≤q)+

β3lndigitalit·I(lnhumanit >q)+β4lncontrolit+μi+γt+εit (4)

lnintensityit=β0+β1lnintensityi(t-1)+β2lndigitalit·I(lnenvironmentit ≤q)+

β3lndigitalit·I(lnenvironmentit >q)+β4lncontrolit+μi+γt+εit (5)

  其中:
 

lnhumanit 表示农村人力资本水平,
 

lnenvironmentit 表示环境规制水平,
 

q 表示具体门槛值;
 

I(·)为指示函数,
 

当括号中的条件满足时,
 

该函数的值取1,
 

否则取0。
 

其余变量符号与(3)式保持一致。

2.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相关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和相

关研究报告等。
 

各变量的描述性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lnintensity 372 0.153 0.057 0.031 0.031 0.348

lndigital 372 0.247 0.120 0.044 0.044 0.718

lngovern 372 0.340 0.318 0.044 0.044 2.311

lngrain 372 0.660 0.146 0.355 0.355 0.971

lnuse 372 7.271 4.236 2.089 2.089 2.936

lnchemical 372 0.036 0.014 0.008 0.008 0.080

lndisparity 372 2.561 0.382 1.827 1.827 3.672

lntraffic 372 0.031 0.015 0.007 0.007 0.086

lnmachine 372 0.703 0.364 0.252 0.252 2.698

lnhuman 372 7.757 0.838 3.819 3.819 10.110

lnenvironment 372 58.150 19.380 6 6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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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

由于模型中存在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
 

仅使用OLS方法会导致偏误和不一致的估计结果[30],
 

即使

组内估计量(FE)也是不一致的。
 

因此,
 

本研究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
 

该方法在动态面板模型中被

广泛使用。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
 

普通最小二乘回归与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调整后的

R2 均大于0.9,
 

说明模型整体的拟合优度较好。
 

差分GMM 方法和系统GMM 方法的AR(1)p 值分别为

0.010和0.004,
 

均小于0.1,
 

AR(2)p 值分别为0.454和0.334,
 

均大于0.1,
 

表明模型中的扰动项εit 不存

在高阶自相关问题。
 

Sargan检验值分别为0.613和0.360,
 

均大于0.1,
 

说明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的问

题,
 

工具变量的选择是有效的。
 

并且系统GMM方法对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估计系数介于OLS估计结果

和FE估计结果之间,
 

表明系统GMM方法的估计结果是有效的。
 

总体来说,
 

系统GMM 估计方法通过前

提条件的检验,
 

模型选择合适,
 

本研究重点关注系统GMM方法表5(4)列的估计结果。
表5 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

变量
(1)

普通最小二乘回归

(2)

双向固定效应回归

(3)

差分GMM方法

(4)

系统GMM方法

L.lnintensity 0.994*** 0.695*** 0.748*** 0.821***

(0.018) (0.058) (0.126) (0.124)

lndigital -0.027** -0.184*** -0.367*** -0.382***

(0.012) (0.066) (0.116) (0.084)

lngovern -0.012 -0.025 -0.055 -0.118**

(0.010) (0.037) (0.122) (0.047)

lngrain 0.012 0.009 -0.530 -0.019
(0.026) (0.106) (0.436) (0.185)

lnuse 0.060*** 0.069 0.232 0.230***

(0.016) (0.046) (0.147) (0.084)

lnchemical 0.049** 0.267*** 0.158 0.078
(0.021) (0.059) (0.189) (0.161)

lndisparity 0.096* 0.613** 1.640*** 0.194
(0.050) (0.289) (0.629) (0.343)

lntraffic -0.003 -0.032 -0.138 -0.062
(0.011) (0.042) (0.102) (0.048)

lnmachine 0.032* 0.047 0.091 0.110
(0.018) (0.041) (0.074) (0.082)

常数项 -0.478* -2.675 0.004
(0.282) (1.674) (2.523)

时间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N 341 341 310 341

adj.
 

R2 0.956 0.960

AR(1)p 值 0.010 0.004

AR(2)p 值 0.454 0.334

Sargan检验值 0.613 0.360

  注:
 

*、
 

**、
 

***分别表示在p=0.1、
 

p=0.05、
 

p=0.01水平有统计学意义,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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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GMM方法估计结果表明,
 

农业碳排放强度的一阶滞后项在p=0.0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
 

表

明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明显的时间持续性与路径依赖性,
 

会受上一期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农业农村

数字化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382,
 

且在p=0.01的水平有统计学意义,
 

充分印证了农业农村数字化的

农业碳减排效应,
 

假设 H1 成立。
 

就控制变量而言,
 

耕地集约利用程度对农业碳排放强度产生的正向影

响有统计学意义,
 

财政支农强度对农业碳排放强度产生的负向影响有统计学意义。

3.2 稳健性检验

3.2.1 替换被解释变量

考虑到不同学者对农业碳排放总量的测算方式不同,
 

借鉴文献[35]的方法重新测算农业碳排放总

量,
 

回归结果如表6的(1)列所示,
 

可以看出,
 

农业农村数字化水平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负向影响有统

计学意义。

3.2.2 剔除直辖市城市

考虑到直辖市城市直接受中央政府管辖,
 

其政治、
 

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36]。
 

为了缓解这一

制度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剔除直辖市城市(北京、
 

天津、
 

上海和重庆)的样本,
 

使用剩余的样本进行回

归。
 

由表6(2)列可以看到,
 

农业农村数字化水平的回归系数值仍然在p=0.01的置信水平上为负,
 

表明假

设H1 仍然成立。

3.2.3 排除政策因素干扰

中国农业碳排放总量在2015年达到最大值,
 

2015年也成为农业碳排放总量由增长转为下降的转折

点[37]。
 

可能的原因是2015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强调坚持绿色发展,
 

着力改善生态环境。
 

因此,
 

为排除政策

因素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在基准回归中加入政策的虚拟变量并再次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6(3)列
所示,

 

可以看出,
 

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有统计学意义。
表6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1)

替换被解释变量

(2)

剔除直辖市城市

(4)

排除政策因素干扰

L.lnintensity 0.753*** 0.719*** 0.883***

(0.162) (0.115) (0.089)

lndigital -0.162*** -0.372*** -0.079***

(0.062) (0.124) (0.024)

常数项 -0.579 1.045 -8.287***

(1.297) (1.511) (1.924)

政策虚拟变量 否 否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341 297 341

AR(1)p 值 0.020 0.006 0.020

AR(2)p 值 0.606 0.284 0.634

Sargan检验值 0.288 0.377 0.280

  注:
 

*、
 

**、
 

***分别表示在p=0.1、
 

p=0.05、
 

p=0.01水平有统计学意义,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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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异质性分析

3.3.1 地理区域异质性

不同地理区域农业发展的要素禀赋和发展基础存在较大差异,
 

这可能会造成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业碳

排放强度影响的差异。
 

为此,
 

根据《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2年)》的划分标准,
 

将中国31个省份(除港

澳台外)中11个划分为东部地区,
 

8个划分为中部地区,
 

12个划分为西部地区分别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

表7的(1)列至(3)列所示。
 

在西部地区,
 

农业农村数字化水平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回归系数在p=0.01水

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而在中东部地区该影响无统计学意义。
 

可能的原因是,
 

西部地区农业生产的粗放特征

明显,
 

机械化率和资源利用率较低,
 

数字化技术的引入能够明显改善传统生产模式,
 

产生明显的边际改进

效应。
 

相比之下,
 

中东部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
 

技术体系相对成熟,
 

数字化改造面临技术锁定效应和

较高的边际减排成本,
 

其减排潜力相对有限。

3.3.2 农业生产功能异质性

不同粮食生产功能区在农业生产结构、
 

农业生产方式等方面有其不同特点,
 

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业碳

排放强度的影响在不同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可能并不相同。
 

为此,
 

分别检验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的农

业农村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的差异,
 

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
 

表8(1)列和(2)列表明,
 

在非粮食

主产区,
 

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负向影响有统计学意义,
 

而在粮食主产区该影响无统计学意

义。
 

可能的原因是,
 

在粮食主产区,
 

农业生产更专注于种植大面积的单一作物从而导致土壤退化等问题,
 

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减少碳排放的作用较小;
 

在非粮食主产区更多地种植蔬菜、
 

水果等多样化的农产品,
 

土

地利用和管理方式更灵活,
 

农业农村数字化发挥减少碳排放的作用更大。

3.3.3 时间异质性

2015年成为农业碳排放总量由增转降的转折点。
 

2015年前后,
 

中国农业碳排放的情况明显不同,
 

农业

农村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在不同时间范围内也表现出异质性。
 

按2011-2015年和2016-2022
年两个阶段对样本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8的(3)-(4)列所示。
 

回归结果表明,
 

在第一阶段农业农村数

字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
 

而在第二阶段其负向影响有统计学意义。
 

可能的原因是,
 

自

2015年起,
 

中国加大了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
 

在绿色发展的背景下,
 

中国农业产业也经历了从传统生产

向现代化、
 

智能化生产的转变。
 

农业农村数字化促使农业生产方式更加智能、
 

高效,
 

减少了对碳源的消耗,
 

从而对农业碳排放强度产生的负向影响有统计学意义。
表7 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1

变量
(1)

东部地区

(2)

中部地区

(3)

西部地区

L.lnintensity 1.260*** 0.894*** 0.738***

(0.301) (0.053) (0.135)

lndigital 0.155 -0.080 -0.266***

(0.191) (0.079) (0.06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121 88 132

AR(1)p 值 0.029 0.022 0.077

AR(2)p 值 0.377 0.984 0.206

Sargan检验值 0.911 0.592 0.148

  注:
 

*、
 

**、
 

***分别表示在p=0.1、
 

p=0.05、
 

p=0.01水平有统计学意义,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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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2

变量
(1)

粮食主产区

(2)

非粮食主产区

(3)

2011-2015年

(4)

2016-2022年

L.lnintensity 1.030*** 1.229*** 0.990*** 0.534***

(0.047) (0.299) (0.254) (0.171)

lndigital 0.055 -0.675*** -0.180 -0.317**

(0.038) (0.209) (0.138) (0.16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143 198 124 217

AR(1)p 值 0.022 0.017 0.081 0.053

AR(2)p 值 0.170 0.730 0.472 0.446

Sargan检验值 0.038 0.650 0.797 0.145

  注:
 

*、
 

**、
 

***分别表示在p=0.1、
 

p=0.05、
 

p=0.01水平有统计学意义,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4 进一步分析动态面板门槛回归结果

农业农村数字化作用的发挥不仅依赖于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
 

也受到人的认知水平和数字素养的影

响[38],
 

同时政府环境规制水平将直接影响农业生产者的行为和决策,
 

进而影响数字技术在农业碳排放管理

中的应用和效果。

为检验不同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和环境规制水平下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果,
 

运用

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
 

分别以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和环境规制水平作为门槛变量,
 

探究农业农村数字化对

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动态门槛效应。

表9报告了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和环境规制水平的门槛值估计结果,
 

门槛值分别为1.966和3.784。
 

表10(1)列和(2)列分别表示以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和环境规制水平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回

归结果。
 

可以看出,
 

上期农业碳排放强度对本期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358和0.289,
 

且均在p=0.01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表明上期农业碳排放强度会明显正向影响本期农业碳排放强

度,
 

进一步印证其持续性特点。
 

由表10(1)列可知,
 

当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低于门槛值时,
 

农业农村数

字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估计系数为-0.134,
 

且在p=0.01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当农村人力资本

水平高于门槛值时,
 

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负向影响提高到-0.158,
 

且在p=0.01水

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这表明,
 

随着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
 

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负

向影响逐渐加强,
 

H2 成立。
 

同理,
 

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上升,
 

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

抑制系数从-0.144提高到-0.161。
 

这说明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增强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业

碳排放强度的负向影响,
 

H3 得到证实。
表9 门槛值估计结果

门槛变量 门槛值 90%置信下限 90%置信上限

lnhuman 1.966 1.947 2.145

lnenvironment 3.784 3.611 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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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动态面板门槛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1)

门槛变量:
 

农村人力资本水平

(2)

门槛变量:
 

环境规制水平

L.lnintensity 0.358*** 0.289***

(0.111) (0.064)

lndigital(lnhuman≤1.966) -0.134***

(0.050)

lndigital(lnhuman>1.966) -0.158***

(0.041)

lndigital(lnenvironment≤3.784) -0.144**

(0.064)

lndigital(lnenvironment>3.784) -0.161***

(0.060)

lngovern 0.152* 0.066

(0.086) (0.091)

lngrain 0.531* 0.410

(0.298) (0.343)

lnuse 0.168** 0.160**

(0.076) (0.070)

lnchemical 0.919*** 1.040***

(0.216) (0.246)

lndisparity 1.537** 1.801***

(0.676) (0.537)

lntraffic -0.025 0.115

(0.185) (0.183)

lnmachine 0.126 0.060

(0.120) (0.146)

常数项 -9.128** -9.676***

(4.395) (3.307)

N 341 341

  注:
 

*、
 

**、
 

***分别表示在p=0.1、
 

p=0.05、
 

p=0.01水平有统计学意义,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5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2011-2022年中国31个省份(除港澳台外)的面板数据,
 

利用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了农业农

村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并检验了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和环境规制水平的动态门槛效应。
 

结论如

下:
 

1)
 

农业农村数字化能显著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
 

2)
 

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和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有利于

增强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
 

3)
 

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在西部地区、
 

非粮食主产区和2016-2022年尤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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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
 

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
 

完善农业农村数字化建设的政策体系,
 

实现农业碳减排效果。
 

农业农村数字化建设是乡村振兴

的战略方向,
 

也是实现农业碳减排的关键举措。
 

目前中国农业农村数字化建设尚处于早期探索阶段,
 

整体

发展水平还不高,
 

政策体系仍不健全。
 

中央政府应加强对农业农村数字化建设的顶层设计,
 

坚持全国一盘

棋,
 

制定自上而下的整体规划设计。
 

制定全国性的农业农村数字化建设发展规划,
 

统一各省级层面标准体

系和思想共识,
 

统筹协调多部门协同工作,
 

确立完善的政策实施体系,
 

助力农业碳减排目标实现。

第二,
 

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
 

助推农业农村数字化。
 

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
 

有助于增强农业农

村数字化的农业碳减排效果。
 

目前中国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总体偏低,
 

对数字技术的了解和运用能力不

足。
 

应加强农村教育和技能培训,
 

积极举办培训讲座、
 

学习交流活动,
 

建立健全培训机制和资源支持体系,
 

提升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水平。
 

同时,
 

鼓励农村人才返乡创业,
 

推进农村居民年轻化、
 

专业化进程,
 

通过年轻人带老年人的方式提升老年人对农业农村数字化的认知程度,
 

着力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

第三,
 

加大环境规制力度,
 

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农业农村数字化作为现代农村发展的新模式,
 

外部环

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农业农村数字化的农业碳减排效果,
 

环境规制力度是农业农村数字化实现碳减排效果的

重要引擎。
 

继续完善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
 

制定更加规范统一的农业生产标准;
 

建立健全农业生产的

环境监测体系,
 

实现农业碳排放管理的有的放矢;
 

同时建立跨部门的环境保护协调机制,
 

形成合力,
 

共同

推动农业碳减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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